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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-中华民族

共同体概论教案

(隋唐五代时期)

授课题目 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(隋唐五代时期)

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，了解共构政治格局，共塑经济秩序，共享 

社会文化，唐中晚期的政治文化发展。

教学重点 

教学难点

重点：共构政治格局。

难点：共塑经济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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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方法

1、教学活动的导入

根据各节的内容需要，采用不同的导入手段，主要包括：创设情景； 

提供材料，引出问题；展示案例，引发讨论。目的是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及  

对课程内容的兴趣，引导学生去思考具体问题。

2、理论讲授

(1)坚持理论联系实际。一方面，注重系统而科学的理论分析。另一方

面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，通过一些实际案例帮助学生更形象、更清楚地认 

识问题，从而有效增强教学内容的说服力、感染力，提高教学效果。

(2)注重经常用设问的方式，引发学生的关注和思考。

(3)理论讲授注意感情的投入，增强对学生的感染力。

3、学生课堂讨论

组织学生围绕一些主题展开讨论等，在活动过程中，教师要针对学生 

的疑难问题给予解答、分析和总结，进而引导和启发学生自己思考问题。

教学对象 大一、大二、大三各专业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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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内容

第一节共构政治格局

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、社会动荡的乱局，重建了“天下共主” 

的政治秩序，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。李唐皇族“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，

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，旧染既除，新机重启，扩大恢张，遂能别创空前   

之世局”。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，正是源于北   

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。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“制度”与南朝的“礼乐”。 

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、府兵制之上，在后期又经历了  

“南朝化”的过程。

一、共融的政治秩序

在北方和西北，隋朝与唐前期关注的重心是草原地带崛起的突厥。隋  

初，突厥和南陈分别据有长城以北和长江以南等地。隋文帝对突厥采取分   

化策略，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。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、启民可汗先后率   

众内附。隋文帝对此下诏赞赏：“今作君臣，便成一体。情深义厚，朕甚   

嘉之。”隋朝将北方水草丰茂的地区划给他们居住，牧区呈现出“人民羊   

马，遍满山谷”的繁荣景象。启民可汗称隋文帝为“圣人可汗”,上书感   

谢他“怜养百姓，如天无不覆也，如地无不载也。诸姓蒙威恩，赤心归服， 

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”,在融入隋朝后，他与族人如“枯木重起枝   

叶，枯骨重生皮肉”。

为加强中原与河西走廊及西域各族群的联系，隋炀帝亲巡河西，驾临  

张掖，登焉支山。高昌等27国遣使同来谒见。隋炀帝与诸国会盟，举办    

规模宏大的朝贡贸易，西域诸胡积极前来互市，现场焚香奏乐，盛况空前。 

当时，裴矩负责西域事务，他倾心结交胡商，掌握了很多西域自然、人文   

的知识，最终写成《西域图记》。书中写道：“皇上应天育物，无隔华夷， 

率土黔黎，莫不慕化，风行所及，日入以来，职贡皆通，无远不至。”

隋末，李渊在太原起兵，得到了东突厥的支持。其后，为了防止唐朝 

威胁到自己的统治，东突厥又联合北方群雄限制唐朝的发展。唐贞观四年

(630),趁东突厥汗国内乱，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，俘获东突厥首领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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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可汗。唐设置顺、祐、化、长四州都督府以及定襄都督府、云中都督府， 

以管辖投唐的突厥各部，从此将漠南纳入唐朝版图。贞观二十一年(647), 

在完成对漠北的统一后，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，将铁勒各部纳入统一政治  

体。唐朝统一北方草原地区的过程，也是推进农牧一体新格局的过程。农  

牧地区的长期纷争与冲突得到解决，各族深度交融，共同缔造了一个农牧  

结合的王朝。

在南方，征服南朝陈后，隋朝将江南地区纳入版图，结束了南北对峙 

局面。隋炀帝初年，岭南的人口急速增长，远超此前东晋、南朝的统治时 

期，也好于两汉的情况。隋朝铲除了以自然环境据险自立的地方豪强，大 

力推动岭南完全融入大一统体制，为南北人群流动、各族互鉴共生奠定基 

础。

在国家统治权力深入地方社会的同时，边疆族群主动归附逐渐成为趋  

势。如主动归隋、维护区域安宁的洗夫人。在隋文帝灭陈统一之际，洗夫   

人作为俚人普遍崇敬的“圣母”,率众迎接奉旨南下的韦洗，积极助其平   

叛；在岭南出现反隋势力时，她立即派孙子冯盎与叛军战斗，自己也披甲   

乘马护送隋朝特使裴矩抚慰各州，并竭力劝说当地俚、僚诸首领归附；得   

到隋文帝封赏后，她每年都训诫子孙要忠君爱国：“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。 

我事三代主，唯用一好心。今赐物具存，此忠孝之报也，愿汝皆思念之。”

为了促进南北整合与族群融合，在唐朝前期，中央政府大量析置州县、 

采用南朝旧县名，既照顾到南方百姓的情感，也加强了对新附州县的管理。 

采用都督府等众多军政机构，强化了对南方的军事管理。进一步复兴儒学  

教育，强调儒学正统地位，努力消除南北朝以来的文化分歧，凝聚文化认  

同，维护国家统一。

随着大一统国家的重建与兴盛，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 

联系更为紧密。此一时期，各族群共荣的向心力在边疆地区凸显。在东北， 

契丹、  羁等或归附，或遣使纳贡。隋朝采取招抚政策，赢得一个“二十  

年间，天下无事，区宇之内晏如”的社会环境。唐初，中央政府与东北政  

权的互动不断。在漠北地区，居住在娑陵水(今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的色   

楞格河)周边的回纥联合仆固、同罗、拔野古等部族逐步摆脱突厥统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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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唐朝管辖。在青藏高原，建立了统一吐蕃政权的松赞干布，主动与唐  

朝交往交流，以和亲等多种方式增进联系，互鉴交融。在西南地区，南诏  

逐渐兴起，它是乌蛮联合西南各蛮建立的地方政权，统治中心在今云南大  

理地区。其逐渐兴起、壮大、衰落的整个过程与唐王朝的兴衰相伴始终， 

是中华民族边疆史的重要一环。南诏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云南地区，其先  

民为秦汉时期的“哀牢夷”。当地本有六诏，蒙舍诏地在最南，因称南诏。

649年，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“大蒙国”,自称奇嘉王，随后臣属于唐， 

遣使入贡。南诏自细奴逻至末代王舜化贞，共13王统治了253年，有10

位王接受了唐朝的封号。开元二十六年(738),唐朝对皮逻阁云南王的册  

封，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，自此南诏从唐朝统治下的地方势力， 

转变成奉唐朝正朔的藩属国。此后一百余年，南诏作为我国西南的地方政 

权，积极推动西南边疆治理，接受并传播中华文化，为祖国西南边疆的确 

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

边疆汇聚为中国，中华认同随着唐朝政治秩序的建立传播四方，被普 

遍接受。贞观七年(633)十二月的一天，唐太宗与父亲李渊在未央宫设宴

款待三品以上的官员，开怀畅饮之际，突厥颉利可汗起身舞蹈，南越酋长   

冯智戴即兴咏诗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李渊赞叹：“胡、越一家，自古未有也!” 

宴饮中各族一家亲的欢乐气氛，是唐代族群关系和睦的缩影。

隋唐政治制度被周边部族政权效仿。先天二年(713),唐册封大祚荣为 

渤海郡王。宝应元年(762),唐朝下诏升渤海为国。渤海国王接受唐朝中央 

政府的册封，渤海积极学习吸收唐朝文化，“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， 

习识古今制度，至是遂为海东盛国”。唐代的佛教文化、文学、书法绘画 

艺术等在渤海非常盛行，除传世文献记载，相关出土墓志、壁画、瓦当等 

均有体现。渤海“遵礼义而封部和乐，持法度而渤海宴宁，远慕华风，聿 

修诚节。梯航万里，任土之贡献俱来；夙夜一心，朝天之礼义克备”。

在政治制度上，渤海全面模仿唐朝政治制度。根据唐朝的三省六部一 

台九寺五监，渤海设立中枢管理机构，模仿唐制，建立五京，还设有十五 

府、六十二州。五代时期，渤海为契丹所灭，其五京制度与府州制度被辽 

吸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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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，中原王朝在直接统辖的地方实行州(郡)县制；通过授予周边族 

群政权首领官职，将其纳入统一的政治体系；在藩属地区实行羁縻藩臣或 

舅甥式管理模式。羁縻府州制兼顾各个族群发展程度的不同和治理方式的 

差异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辖，促使边疆地区进入唐朝政令、法律 

所及范围，对内地边疆一体化治理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起到推动作用。

在处理与周边部族政权关系中，隋唐形成了维持天下秩序的多种制  

度，这彰显了大一统体系的包容性，维系了巩固大一统体制的多元平衡机 

制，有力地夯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和统一性。

二、兼容的社会治理

在隋唐五代的上层中，不少人拥有胡系血统。隋唐皇室均有北方草原  

族群血统。西魏/北周重臣独孤信有七个女儿，有三个都嫁给了皇帝。大   

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，四女儿嫁给了唐开国皇帝李渊之父李晒，小  

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。杨坚长子杨勇娶鲜卑元氏，唐高祖李渊以鲜  

卑窦氏为皇后，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以鲜卑长孙氏为皇后。南宋人朱熹曾说： 

“唐源流出于夷狄。”政治核心团体的族群交融意味着诸族互动与融合是  

隋唐统治的重要特征。这培育了整个社会对边疆诸族的包容态度，升华为  

隋唐“南北统一、胡汉一体”的治理理念。唐代前期，“严夷夏之防”的  

族群观逐渐被“安辑夷夏，九服同轨，六合一家”的族群观取代。

基于族群交融的历史和现实，隋唐实行开放的族群政策，大量吸收北 

朝的政治法律制度。唐律充分借鉴了魏律、北齐律等法典的优秀成果，比 

如东魏有《麟趾格》,西魏有《大统式》,“格”“式”的形成对唐代法律 

“律、令、格、式”体制有直接推动作用。北齐在北魏《正始律》和东魏 

《麟趾格》的基础上制定了《齐律》十二篇，《武德律》十二篇正是上承 

《齐律》。北齐律首创的“重罪十条”在隋唐发展为“十恶”制度，影响 

深远；北齐律所确定的杖、鞭、徒、流、死的刑罚体系，也在隋唐演变定 

型为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的古代法制“五刑”基本格局。唐代完备的法律 

制度体系由此兼收并蓄，广采博取，成为中华多族群法律文化精华的集大 

成者，架构出唐王朝治下所有族群所共同遵守的法律话语体系，这一体系 

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法律文化观念，成为联结中华各族群的紧密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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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。

三、开放的选官体系

作为贵族政治的重要力量，世家大族曾在魏晋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  

作用。隋唐时期，贵族政治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。隋唐的科举制，打破了  

门阀士族对人才的垄断和限制，拓展了国家起用人才的途径，为促进各族  

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。隋唐科举制度建立后，各种科目考试  

由朝廷统一实行，需要统一的教学用书。在此背景下，《五经正义》成为  

官修的标准教学用书。学童从启蒙教育就开始学习诵读经文，练习楷书。  

科举考试从制度上保证并促进了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。贞观年间(627  

—649),吐蕃、高昌、高句丽、新罗等政权派遣贵族子弟进入唐朝太学学  

习。唐朝专门设置“宾贡进士”,为他们提供考取科举的门路。贞观五年  

(631)后，“国学、太学、四门亦增生员，其书算各置博士，凡三千二百  

六十员。 ……无何，高丽(高句丽)、百济、新罗、高昌、吐蕃诸国酋长， 

亦遣子弟请入国学。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。国学之盛，近古未有”。据  

记载，新罗地区最早的宾贡进士是金云卿，长庆元年(821)及第。至唐朝  

末年，新罗一共有58人登科，五代时也有32人。由此可见唐代政治体系   

的高度开放性。不仅如此，唐朝各类边疆族群人员还可以无障碍进入中央  

行政系统，甚至包括一些藩属外邦人士。例如日本遣唐使中最著名的阿倍  

仲麻吕(汉文名为“晁衡”),他参加唐朝科举进士及第，历任洛阳司经校   

书、左拾遗、左补阙与秘书监等职，随侍玄宗，终老于唐土。李白与之结  

下深厚的友谊，并写下著名的诗作《哭晁卿衡》。唐代宰相中，边疆各族  

后裔占很大比例，如宇文士及、窦抗、窦威、长孙无忌、于志宁、宇文节、 

宇文融、窦怀贞、元稹等数十位宰相均为鲜卑后裔，高士廉等数位宰相出  

身鲜卑化汉人。

科举制向周边族群的开放，加强了周边族群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圈的自 

觉，加深了唐朝与周边政权交往交流的密切程度，巩固了边疆诸族对中原 

王朝的认同和信任。

唐朝的行政和军事体系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均打破了华夷之隔。不同 

族群的人既可任职于中央行政系统，也可担任军队将帅。《新唐书》专辟



7

《诸夷蕃将列传》,集中介绍了唐代著名的20位蕃将。除斐然的战功外， 

他们对唐朝稳定发展的自觉认同时常溢于言表。

除蕃将外，唐朝统治者对各族士兵也信任无间，驻守西北边疆的朔方 

军便是胡汉杂用。名将李靖曾说，“天之生人，本无蕃汉之别，然地远荒 

漠，必以射猎为生，由此常习战斗。若我恩信抚之，衣食周之，则皆汉人 

矣”,指出汉人与周边诸族是一家，没有什么“蕃汉之别”。军事活动中  

的互相濡染，加深了各族军士之间的情感。作为中兴名将，郭子仪率领多 

族群混编军队，多次平定叛乱，为国家浴血奋战。当他病逝时，各族军将 

无不痛哭。与郭子仪并列的中兴名将李光弼则是契丹人，也为平定安史之 

乱、维护国家统一作出巨大贡献。

四、柔性的区域治理

在唐代辽阔疆域之上，边疆诸族迁徙交往，情势复杂。在北方，游牧  

混合地带绵延在农耕政权和草原政权之间，是移动变化的“中间地带”或  

“缓冲区”,也是各族人民杂居共处之地。在南方，岭南一直是中国的南   

部边疆，中华各族先民自古在此共同开拓，岭南作为连接域外的水陆要冲， 

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枢纽和通道。朝廷把官员派往南北族群交往交流  

交融的前沿，旨在加强管理、维持稳定和宣告中央的怀柔政策及大一统理  

念。

大一统的实现以德化和恩义的政策先行，凝聚边疆诸族的关键是包容 

和信任，反之则会使人心离散。岭南地区是多族群高密度集中、社会经济  

发展不平衡的区域。“俚人”或“俚僚”是今天壮侗语族的壮族、侗族、 

黎族、仡佬族等的先民。唐太宗曾多次下诏关怀民众，告诫地方官员，安  

抚各族豪酋；唐德宗朝曾派遣德高望重的老臣或身居高位的官员前去任   

职，以保障地区安宁；直到唐末懿宗时，还颁布《大赦文》以表明对邕、 

容、桂、管等道的关注。同时，为了安抚善待诸族首领，唐懿宗强调要做  

到“诸溪洞酋长首领，务加优恤，喻以恩信”。

置身于诸族互动最前沿的唐朝地方官员，积极推动族群间的交往互  

鉴，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贡献力量。唐宪宗元和十年(815),柳宗元 

任柳州刺史，提出“皇风不异于遐迩，圣泽无间于华夷”等比较开明的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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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观。他特别重视发展教育，重新恢复废弃的府学，使岭南诸族得到中原

礼法与文化的滋养，涵育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。岭南诸族“文通经史， 

武便弓弩，婚嫁礼仪，颇同中夏”,“稍臣卉服，渐化椎髻。卒为华人， 

流我恺悌”。

天祐四年(907),朱温废唐哀帝自立，中国历史进入“五代十国”时期， 

中原相继出现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五个王朝。其中，后唐、后  

晋、后汉皇室皆是沙陀人。南方产生前蜀、后蜀、吴、南唐、吴越、闽、 

楚、南汉、南平等割据政权，它们大多源于藩镇力量。

政治失序与社会紊乱是五代十国的主要特征，但其中也不乏统一的因 

素。一方面，各族统治者始终以统一为政治追求，后周世宗柴荣、南唐中 

主李璟等诸多君臣极力探索重建天下一统的格局；另一方面，周边各国也  

向中原王朝称臣。与此同时，普通民众更从未放弃对天下一统的渴盼。社  

会动荡并没能阻断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。更多的沙陀、吐谷浑、契丹、 

回鹘等迁入中原，南方诸族间的经济、文化交流更为频繁。在社会交往、 

经济贸易、政权联合重组中，再次统一的力量不断凝聚增强，天下重归一  

统成为人心所向。

第二节共塑经济秩序

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，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，消弭了地理 

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。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，联系日 

益密切。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、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 

荣的商路贸易，呈现出“华夷共生”的特征。

一、经济重心南移

隋末唐初，连年内乱导致人口锐减，经济凋敝。为恢复社会经济，唐 

武德七年(624),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，以促进生产及保证租税的收  

入。唐之均田令规定：“凡天下之田……度其肥瘠宽狭，以居其人。凡给 

田之制有差。”均田制承认农民对无主土地的合法占有，也使那些无地或 

少地的农民可向国家请受荒田，进行耕种，推动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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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。租府调法是一种以征收谷物、布匹以及为政府服劳役为主的赋役制 

度。

作为隋朝与唐前期的基本经济制度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被沿用和发

展，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，包括岭南与西域等边疆地区也能迅速实行。 

隋唐两代均在政治上追求华夷同轨、经济上力图海内为一，制度也随之继  

承并不断调适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从游  

牧向农耕转化。《唐律疏议》对于唐代的均田有详细的记述。敦煌吐鲁番  

文书有关于户口和受田、退田的记载，从这些文书所登记的“合受田”“应  

受田”数额来看，均与唐《田令》所规定的“狭乡”受田标准相符，可证  

明均田制在西域地区推行(唐朝平定期氏高昌之后设置西州，并颁布均田  

令)。同时，吐鲁番出土唐代户籍文书中每丁应输纳的租税数额与唐《赋   

役令》的规定一致，证明唐朝赋役令也在西域得到执行。

这一时期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推动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融。秦汉时 

期，中华文明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。魏晋南北朝 

“五胡”入华时，中原人口逐步南移。隋朝统一江山后，政治军事重心仍 

旧在北方，而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显著。隋文帝为了解决关中粮食欠缺问 

题而开凿广通渠，引大兴城(今陕西西安)西北渭水东流至潼关入黄河，隋 

炀帝时改名为永通渠。为了统一陈朝的军事行动，隋朝还开凿了山阳渎。 

隋炀帝将通济渠、邗沟、江南河和永济渠凿通连为一体，沟通了海河、黄 

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水系，形成历史上著名的隋唐大运河，成为名副 

其实的南北交通大动脉。修建大运河在隋代发挥的主要是政治与军事功  

能，但其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交往，“商旅往还，船乘不绝”。运河两 

岸商业都市兴盛，为其后的商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。大运河连通了中华 

大地的几大水系，形成水运兴盛的空前景象。南北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

加速。

在北方，“以木桶相连，汲于井中”的水车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。 

南方鱼米桑茶的水乡文化传入了北方和中原。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也对中原  

和南方产生了影响。原因在于，中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与北方的畜牧业有  

着强烈的互补性。中原稳定地产出粮食、布帛、茶叶以及各种手工业制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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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适合大规模养马；草原则主要以牲畜产品为主。中原因军事、国家邮

驿系统和民间交通的需要，使马匹成为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极为重要

的交换商品。唐朝与回纥进行了大规模的绢马贸易。自乾元(758—760)

之后，回纥“屡遣使以马和市(指官府向百姓议价购买货物)缯帛，仍岁来 

市，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，动至数万马”。尽管大规模的绢马贸易给唐朝 

国家财政带来负担，却维护了唐、回纥、吐蕃三者关系的稳定以及北部边 

疆和平。除绢、马之外，茶也是各族人民交易的重要商品。唐代茶叶生产 

已经有了相当规模。饮茶之风盛行，可见陆羽撰写的《茶经》。《新唐书 · 陆 

羽传》载：“时回纥入朝，始驱马市茶。”五代时期，南唐曾与契丹进行 

过大规模贸易，938年，契丹“别持羊三万口、马二百匹来鬻，以其价市  

罗、纨、茶、药”。今四川地区的前蜀也在汶、黎、维、茂等多州购买吐 

蕃等部的蕃马。蜀中的茶饼还广销党项夏州(今陕西靖边县一带)等地，受 

到各族人民喜爱。

隋唐时期，周边政权通过朝贡贸易加强与中原政权的经济联系。唐朝  

时期，各族使者、商贾前往长安朝贡贸易者络绎不绝，深化了游牧经济与  

中原农耕经济的互融。全国经济贸易网络随之开拓，陆路与水路贸易并盛， 

隋唐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大增强。

二、参天可汗大道

646年，唐太宗北上举行了规模宏大的“灵州盛会”,会见了敕勒诸  

部首领及使者。唐太宗的真诚之举促使漠北各部主动内附，它们以能受到 

唐太宗册封为荣。灵州大会上，西北番邦请求尊奉唐太宗为“天可汗”, 

以表对唐太宗的尊称和拥戴。这表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族群诸部在血  

缘、地缘、政治、经济以及文化上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，有助于中华民族 

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。

“参天可汗道”是由回纥等草原族群主动要求开辟的。“天可汗”制  

度是一个以唐朝为中心，以中央集权制为支撑，覆盖周边诸族、藩属与邻  

国的天下体系，实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政治整合与社会交融，融华  

夷为一家，进而将整个东亚世界塑造为中华文化圈。“天可汗”不仅是一  

种称号，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治理秩序，是唐朝统领四海万邦的重要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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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皇帝通过册封、藩国入质、入觐、朝贡等方式实现对周边藩属政权的 

间接统治与羁縻控制。藩属与朝贡国的君主即位，必须得到“天可汗”的 

认可。

在这条道路上，唐朝共设置68个驿站，各驿站配备马匹和食物，方  

便驿使高效通往。《新唐书 ·地理志》明确记载了唐朝通往回鹘的若干线 

路。由此，位于今内蒙古草原北部的回纥(788年改称回鹘)等族群能够直 

达长安协商采买，也可以前往唐朝在河西地区和边地设立的马市直接交  

易 。

7世纪初，居住在娑陵水侧的回纥联合仆固、同罗、拔野古等部族，

摆脱突厥统治，逐渐强大起来。646年，回纥部首领吐迷度自称可汗，接   

受唐朝的管辖。唐在漠北设瀚海都护府，并将漠北诸游牧部落分置为六府、 

七州，受燕然都护府管辖。744年，回纥部首领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，后  

又受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，建立漠北回纥汗国。840年前后，回鹘可汗被   

黠戛斯所杀，汗国瓦解，诸部离散，其中一部分南下降唐，其余西迁。西  

迁的一支到达河西走廊一带，称河西回鹘，又名甘州回鹘，后来与河西的  

族群相融合，发展成为今天的裕固族。西迁回鹘的主体则建立起了以高昌  

(今新疆吐鲁番)为中心，东抵伊州(今新疆哈密)、西至龟兹(今新疆库车)、 

南达于阗(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)、北越天山的西州回鹘政权。他们就是  

今天维吾尔族的先祖。

三、丝路贸易

唐代经济的繁荣，赢得了整个东亚社会的关注。在唐朝近三个世纪的 

统治中，绝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曾遣使入唐。

随着不同地区间经济贸易往来互动，边疆地区逐步形成诸多贸易点， 

如东北的幽州(今北京、河北一带),西北的凉州(今甘肃武威)、沙州(今甘  

肃敦煌)、西州(今新疆吐鲁番),西南的益州(今四川成都)等，均是连接中  

原与周边地区经济的重要枢纽。从“点状”贸易到多条商路的“线形”延  

伸、四通八达、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勾勒出隋唐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。在各  

族互动交往中，这些交通线路以中原腹地为中心，是唐朝与外部世界物质、 

文化、信息交流及传输的经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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